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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准入与限

度

以规范排除的解释与例外情形的识别为中心

赵跃

（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是刑事审判中反复出现却始终未获妥善解决

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物质损失”限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理论上被理解为对精

神损害的排除；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二

者之间形成规范冲突。实务中因此出现三种做法：一是一律不予受理或者驳回，二是以调解方式变

相支持，三是在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支持。三种做法并存，使同一损害获得不同的对待。

本文主张，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的排除，应理解为程序上的限制而非实体上的否定；实体请求

权依民法典成立，只是其实现的程序通道被限定。据此，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告知被害人可

以另行起诉，而不是一并驳回；在例外情形上，应以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入口，将强

奸、猥亵、拐卖、虐待等侵害人格尊严的犯罪，与单纯的财产犯罪、过失犯罪相区分；在数额上，

采三档构造，以伤残等级、侵害手段、持续时间、后续影响为参量，并以当地上年度的平均生活水

平为调适基准。如此，既维护了刑事程序的效率，也不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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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and Limits of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Distress in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s

ZHAO Yue
(Anhui Guoyun Law Firm, Hefei 230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Whether mental distress may be claimed in a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is a recurring yet unresolved
issue in criminal adjudicati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limits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to
material loss, understood doctrinally as excluding mental distress, while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general rules for such
compensation, creating a normative conflict. Three approaches coexist in practice: blanket rejection, de facto support through
mediation, and support in separate civil actions, so that identical harm receives different treat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xclusion in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s is procedural rather than substantive: the claim exists under the Civil Code, but its
procedural channel is restricted. Courts should therefore inform victim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separate action rather than dismiss
the claim outright. As to exceptions, the entry point should be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rights causing serious mental distress,
distinguishing crimes against personal dignity such as rape, indecent assault, trafficking and abuse from purely pecuniary or
negligent offences. As to amount, a three-tier structure should be adopted, taking disability grade, means of infringement,
duration and lasting effects as parameters, adjusted by the local averag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reviou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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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被害人因犯罪遭受侵害，除了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之外，往往还承受巨大的精神痛

苦。强奸案件的被害人长期失眠、恐惧独处；侮辱、诽谤案件的被害人社会评价骤降、被

迫离职；拐卖案件的被害人与其原生家庭分离数十年。这些痛苦真实存在，却难以在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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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民事诉讼中获得赔偿。

规范上的障碍，来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

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条文限于“物质损失”，理论

上被解释为对精神损害的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

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一排除，与民法典的规定形成冲突。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

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一百八十七条进一步

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

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两条规定合起来，似乎意味着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免除精

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规范冲突的结果，是实务的分裂。第一种做法是严格依司法解释，一律不予受理或者

驳回起诉，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请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落空。第二种做法是以调解方式变相

支持，即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中，将精神损害计入赔偿总额，但不载明其性质。第三种

做法是告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在另行起诉中依民法典支持其请求。

三种做法并存，带来三个问题。其一，同案不同判。同一犯罪行为，因被害人选择的

程序不同，获得赔偿的结果可能截然相反。其二，程序空转。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

驳回，再另行起诉，诉讼周期延长，成本增加。其三，规范体系的内部矛盾。民法典宣称

精神损害赔偿为一般规则，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却将其排除，二者的效力关系未获澄清。

本文的立场是，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的排除，是程序上的限制而非实体上的否

定。实体请求权依民法典成立，只是其实现的程序通道被限定在另行起诉。据此，法院在

附带民事诉讼中不应当一并驳回，而应当告知被害人可以另行起诉；在例外情形上，应当

以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入口，作类型化的识别；在数额上，应当建立分层的

裁量构造，避免酌定的随意。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请求的提出方式与实务中的处理差异，可参见刑事附带民

事能赔精神损失吗？一文所作的梳理。该文着眼于规范的现状，本文则着眼于冲突的解释

与出路的建构，两者可互为参照。

实务中的案例，可以说明冲突的尖锐。某强奸案，被害人系未成年在校学生，案发后

辍学、长期接受心理治疗，其父母代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依司法

解释不予支持；被害人另行起诉，民事审判部门依民法典支持了数万元。同一损害，两种

结果，被害人家属往返两级法院，历时两年。

另一例，某拐卖儿童案，被害人被拐二十年后与亲生父母相认。被害人主张精神损

害，附带民事诉讼不予支持；另行起诉后，法院认为损害后果严重，判决赔偿。两例的共

同点，是实体权利的存在并无争议，争议只在于程序通道的选择。这一事实，恰恰说明排

https://wjorg.com/article/fudai-minshi-jingshen-sunshi-neng-pei-ma
https://wjorg.com/article/fudai-minshi-jingshen-sunshi-neng-pe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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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性质是程序的，而非实体的。

二、排除的理据及其检讨

排除精神损害的理据，主要有四说。第一说是性质说。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是

刑事诉讼的附随程序，其功能是填补物质损失，而非抚慰精神痛苦；精神损害的计算需要

独立的审理，与刑事程序的效率追求不相容。

第二说是刑罚抚慰说。认为对被告人科处刑罚，本身即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国家

通过刑罚实现报应，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获一定程度的填补，再令被告人赔偿，有重复评

价之嫌。

第三说是数额难定说。认为精神损害无法用金钱衡量，数额的确定依赖法官的裁量，

若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普遍支持，将导致裁量的泛滥，影响刑事裁判的确定性。

第四说是执行不能说。认为刑事被告人多为经济能力有限者，即便判决赔偿，亦难以

执行；判决空转，反而损害司法权威。

四说各有道理，但均不足以支撑绝对的排除。就性质说而言，附带民事诉讼虽附随于

刑事程序，但其审理的对象是民事赔偿，适用民事实体法；民法典既已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的一般规则，附带民事诉讼没有理由排除其适用。就刑罚抚慰说而言，刑罚的功能是报应

与预防，不是对被害人的赔偿；将刑罚视为抚慰，等于以国家的惩罚代替加害人的赔偿，

混淆了公法与私法的功能。

就数额难定说而言，精神损害的数额固然难以精确，但并非不可裁量。司法解释已就

名誉权、肖像权、生命权等侵害规定了考量因素，实务中亦已积累经验；难定不等于不能

定，裁量也不等于随意。就执行不能说而言，执行不能是执行问题，不是裁判问题；因噎

废食，将使被害人的权利在判决阶段即被剥夺。

更重要的是，排除的规范依据本身存在效力疑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是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即程序准入的条件，而不是实体权利的消灭。将程序

准入的条件解释为实体权利的否定，超出了文义的可能范围。司法解释规定“不予受

理”，亦仅指程序上不予受理，不意味着另行起诉亦不受理；但现行司法解释将二者一并

规定为不予受理，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情形。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日本采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分离的模式，被害人的精神损害通

过在民事程序中提起附带的请求或者另行起诉实现；法国则允许在刑事程序中提起民事诉

讼，包括精神损害。我国的模式接近于法国，但将赔偿范围限于物质损失，属于折中的安

排。折中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兼顾效率与权利，但其代价是权利实现的程序障碍。

排除的规范沿革，亦值得梳理。1979年刑事诉讼法即规定附带民事诉讼限于物质损

失，其时的背景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尚未建立，民事立法对精神损害持否

定态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沿用该表述。2012年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精神损害不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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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时的背景是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建立，但刑事司法仍担心附带民事诉讼

的范围过宽影响效率。

沿革的梳理说明，排除的规定是历史的产物，而非体系的要求。在民法典确立精神损

害赔偿一般规则之后，沿革的正当性已经减弱；若仍坚持排除，则形成刑事与民事两套标

准的分裂。这一分裂，在被害人看来，就是“犯罪比侵权更轻”的悖论。

另一个理据的检讨，是诉讼效率。论者谓附带民事诉讼若支持精神损害，将延长审理

期限、增加审理难度。这一顾虑有其现实基础，但不足为据。精神损害的认定虽有难度，

但可以通过类型化、基准化而简化；审理期限的延长，可以通过程序的分离而避免。以效

率为由否定权利，是手段对目的的僭越。

规范冲突的解决，有三条路径。其一是上位法优先。民法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二者的效力位阶不

同，司法解释与法律抵触的，应当适用法律。据此，民法典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应

当优先适用。

其二是目的性限缩。将司法解释的“不予受理”限缩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予受

理”，而不包括“另行起诉”。限缩的理据，是该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附带民事诉讼的效

率，而非消灭实体权利；超出目的的适用范围，应当排除。

其三是合宪性解释。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被害人的精神损

害，是人格尊严受损的体现；法律若一概不予救济，与宪法的保护义务相悖。据此，司法

解释应当作符合宪法的解释，即保留被害人获得救济的通道。

三条路径的结论一致，即实体权利成立、程序通道受限。分歧在于论证的起点：上位

法优先从效力入手，目的性限缩从规范意旨入手，合宪性解释从价值入手。三者可以并

用，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主张附带民事诉讼应当普遍支持精神损害。附带民事诉讼的功

能，终究以填补物质损失为主；若普遍支持，将使刑事程序负担过重，与设立该制度的初

衷相悖。本文主张的是：不应当以“不予受理”封闭被害人的救济，而应当保留另行起诉

的通道，并在例外情形中于附带民事诉讼内予以支持。

三、物质损失的解释边界

排除的范围，取决于“物质损失”的解释。若作狭义解释，物质损失仅指直接的经济

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财产毁损；若作广义解释，则包括因人身伤害而支出的全部费

用，以及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司法解释采广义，规定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

通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丧葬费等。

争议的焦点，是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

对劳动能力丧失或者生命丧失的赔偿，具有财产性质，属于物质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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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兼有精神抚慰的功能，属于精神损害的范畴，应予排除。

本文主张，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应当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

围。理由有三：其一，二者的计算以收入损失为基础，具有明确的财产内容；其二，二者

的功能主要是填补因死亡或者伤残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而非抚慰精神痛苦；其三，若将

其排除，则被害人家属的生存保障将无从实现，与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相悖。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处理，亦须明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造成被害人死

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

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已并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不再单列。附带民事诉讼

应当依此处理，避免重复计算。

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失的界限，在实务中并非泾渭分明。例如，被害人因毁容而支出的

整形费用，属于物质损失；因毁容而导致的社会评价降低、婚恋机会丧失，属于精神损

害。前者可以赔偿，后者被排除。区分的标准，是费用是否已经实际支出或者必将支出；

已经支出或者必将支出的，属物质损失；纯粹的主观痛苦，属精神损害。

一个边缘问题，是护理费中的精神护理。被害人因侵害导致精神障碍，需要长期的心

理治疗与护理，相关费用是否属于物质损失。本文主张，心理治疗的费用属于医疗费，可

以赔偿；日常的精神护理，若已实际支出且有凭证，亦可以赔偿。此类费用虽有精神损害

的成因，但其表现形式是财产支出，应当纳入物质损失。

物质损失的计算，须以实际发生或者必将发生为限。已经发生的，依凭证认定；必将

发生的，依医疗证明或者鉴定意见认定。未来的康复费用、二次手术费用，可以待实际发

生后另行主张，也可以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一并主张，由法院酌定。

间接损失的处理，须区分情形。因被害人伤残导致的收入减少，属于间接损失，但司

法解释已将其纳入残疾赔偿金，不再单列。因被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已纳入死

亡赔偿金。因被害人受伤导致的企业停业损失，属于纯粹的间接损失，原则上不予赔偿；

但被害人系个体工商户、经营活动由其本人主持的，可以酌情支持。

精神障碍的认定，须有鉴定意见。被害人主张因犯罪导致精神障碍的，应当提交精神

病学鉴定或者心理评估报告；无鉴定的，法院可以依病历、证人证言、日常表现综合判

断。认定的标准，是障碍达到需要治疗的程度，而非单纯的情绪反应。

一个易被忽略的问题，是胎儿的损害。犯罪行为导致孕妇受伤，胎儿出生后有残疾

的，胎儿可以作为原告主张赔偿，包括残疾赔偿金；但精神损害的主张，须待其出生后由

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这一处理，与民法典第十六条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相衔接。

附带民事诉讼与另行起诉的关系，可以类比为特别程序与一般程序。附带民事诉讼是

特别程序，其优点是效率，缺点是对精神损害的封闭；另行起诉是一般程序，其优点是权

利完整，缺点是周期较长。被害人可以依自身情况选择，法院应当尊重其选择。

选择的时点，宜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应当告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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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被害人坚持主张精神损害的，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另行起

诉，并记录在案。告知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不得以“本院不予支持”一语带过。

四、另行起诉的通道及其障碍

既然附带民事诉讼排除了精神损害，另行起诉便成为被害人实现权利的通道。但这一

通道并不通畅，须解决四个问题：是否受理、何时起诉、诉讼时效、与刑事判决的关系。

是否受理的问题，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若作字面理解，则另行起诉亦被封闭，被害人彻底失去救

济。本文主张，该规定应作限缩解释：其适用的对象是“就同一犯罪行为单独提起侵权之

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的情形，其功能是避免当事人规避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但若被

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后，依民法典提起独立的侵权之诉，则不属于该规定的范围。

限缩解释的理据，在于规范体系的一致。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确立精神损害赔

偿的一般规则，若因犯罪行为而一概排除，则形成“犯罪者责任轻于侵权者”的悖论。司

法解释不能创设与法律相抵触的规则，故只能作符合法律的解释。

何时起诉的问题，关键在于刑事诉讼的进程。被害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起诉的，法院

应当受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起诉的，法院可以中止审理，待刑事判决生效后恢复；在刑

事立案前起诉的，法院可以依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审理。三种情形的处理，均以刑事判决

对事实的认定为前提。

诉讼时效的问题，须依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

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三年。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周期较长，被害人往往在犯罪发生数

年后才起诉。此时，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理由是被害人在刑事程

序终结前，难以确定损害的最终范围与加害人的责任。

与刑事判决的关系，是另行起诉的核心问题。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具

有预决效力，被害人无须再就犯罪行为举证；但刑事判决未认定的事实，例如精神损害的

严重程度、因果关系的范围，仍须由被害人举证。被告人不得在民事诉讼中否认刑事判决

认定的事实，但可以就民事责任的承担提出抗辩。

一个程序问题，是管辖。另行起诉的管辖，依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由被告住所地

或者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被告在服刑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便利被害人诉

讼。实务中，部分法院以被告服刑、无法送达为由不予受理，此种做法应予纠正。

另行起诉的证明标准，值得单列。民事诉讼采高度盖然性标准，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

合理怀疑。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无须再证；刑事判决未认定的事实，被害

人以优势证据证明即可。这一区分，可以避免被害人因证明标准过高而败诉。

被告人的缺席，是另行起诉的常见障碍。被告人在服刑或者下落不明，法院可以缺席

判决；判决生效后，可以就被告人的财产执行。被告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可以中止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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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待其有财产时恢复。这一处理，可以避免因被告人的缺席而剥夺被害人的诉权。

诉讼费用的负担，亦须考虑。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往往经济困难。法院应

当依法准予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被害人胜诉的，诉讼费由被告人负担。这一安

排，可以降低被害人的诉讼门槛。

五、例外情形的类型化识别

即便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亦非全无支持精神损害的空间。本文主张，以侵害人身权益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入口，作类型化的识别。识别的标准有三：侵害的客体是否为重大人

身权益；侵害的手段是否恶劣；损害的后果是否严重且持续。

第一类应当支持的情形，是侵害性自主权与人格尊严的犯罪，包括强奸、强制猥亵、

侮辱、拐卖妇女儿童。此类犯罪的被害人，其精神损害具有普遍性与严重性，几乎无须举

证即可认定。以强奸案件为例，被害人遭受的不仅是身体的侵害，更是人格尊严的摧毁；

其后的恐惧、羞耻、自我否定，往往持续数年乃至终身。对此类损害不予赔偿，与民众的

法感相悖。

第二类应当支持的情形，是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此类犯罪的

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承受失去亲人或者终身残疾的痛苦。虽然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

已在物质损失的范围内获得赔偿，但近亲属的精神痛苦、被害人本人的终身痛苦，仍须独

立的抚慰。

第三类应当支持的情形，是虐待、遗弃、家庭暴力类的犯罪。此类犯罪发生在亲密关

系之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具有长期性、隐蔽性，且往往伴随对家庭的失望与对未来的恐

惧。对此类损害，应当给予赔偿。

不应当支持的情形，是单纯的财产犯罪与过失犯罪。财产犯罪的被害人，其损害是财

产损失，可以完全通过返还或者赔偿填补，不存在独立的精神损害；过失犯罪的被告人，

其主观恶性较低，科处刑罚已足以实现一般预防，再令其赔偿精神损害，有违比例。

类型化的意义，在于限制裁量。若不作类型区分，一律支持或者一律排除，均失之粗

略。类型化之后，法院可以先判断案件属于哪一类型，再决定是否支持；判断的过程公

开，结论可预期，当事人的争议亦随之减少。

类型化的边界，须留有余地。对于不属于上述三类但精神损害确实严重的情形，例如

长期跟踪骚扰、恶意散布隐私，法院可以依个案判断支持。余地的作用，是避免类型化的

僵化，但余地的适用须说明理由，不得随意扩张。

类型化的识别，还须解决举证问题。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的，应当就侵害的客体、手

段、后果举证；但对于强奸、拐卖等犯罪，损害的存在可以依经验法则推定，无须严格举

证。推定的基础，是此类犯罪对人格尊严的侵害具有必然性。

被告人可以就损害的轻微提出反证。例如主张被害人未出现明显的精神症状、生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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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实质影响、社会评价未降低。反证成立的，可以降低档位或者不予支持。反证的举证责

任在被告人，被害人不承担证明自己痛苦的义务。

类型化与个案裁量的关系，须予澄清。类型化是起点，不是终点。同一类型的案件，

因手段、后果、被害人状况的不同，数额可以有较大差异。类型化的作用，是提供判断的

框架，而非取代个案的衡量。

未成年人被害人的保护，须特别强调。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其精神损害往往更为严

重、更为持久。本文主张，此类案件在档位上应当从高，且不因被告人赔偿而从轻处罚的

幅度过大，以免形成“以钱买刑”的印象。

六、数额的分层构造

精神损害的数额，是裁量的核心。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确定数额应当考虑侵权人的过

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害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承担责任的经济能

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六项因素。六项因素之外，实务中常参照伤残等级、死

亡后果、侵害持续时间。

本文主张，采三档构造，使裁量有可操作的框架。第一档是特别严重的情形，包括致

人死亡、致人重伤一级、强奸致人精神障碍、拐卖致家庭永久分离。此档的数额，以当地

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至二十倍为区间。

第二档是严重的情形，包括致人轻伤、猥亵、虐待持续一年以上、侮辱诽谤导致被害

人失业或者离婚。此档的数额，以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至十倍为区间。

第三档是一般的情形，包括一般的侮辱、诽谤、隐私侵害，未造成明显后果。此档的

数额，以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倍至三倍为区间。

三档之外，须设调整机制。加重的情节包括：侵害手段特别恶劣、持续时间长、被害

人系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被告人系累犯、被告人拒不认罪悔罪。减轻的情节包括：被告

人主动赔偿、真诚道歉、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调整的幅度，不超过本档区

间的上下限。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的理由，在于其可比性与可更新性。精神损害的实质，是对

生活质量的损害；生活质量的高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以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基准，可以使数额随经济发展而自然调整，避免固定数额因通货膨胀而贬值。

基准的适用，须注意城乡差异。同一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若统一适用，可

能导致农村被害人的赔偿相对过高或者过低。本文主张，以被害人的经常居住地为准，不

以其户籍为准；经常居住地难以确定的，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为准。

数额的上限，是否应当设定，值得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设定上限，避免数额的

攀比；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设上限，个案差异过大，统一上限反而不公。本文主张，不

设绝对上限，但设相对上限，即特别严重的情形不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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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相对上限的作用，是防止极端个案，而非限制裁量。

数额的确定，还须考虑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司法解释将“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列为

考量因素，其理由是避免判决空转。本文主张，经济能力只影响执行的可能，不影响责任

的成立；法院可以先确定应赔数额，再依经济能力酌定支付方式，不宜因经济能力而降低

数额。

支付方式的安排，可以多样化。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分期的最长

期限不超过五年；可以约定以劳务折抵，但须经被害人同意；可以设定担保，担保的方式

包括保证、抵押、质押。分期支付期间，被告人未按约定支付的，被害人可以申请强制执

行全部余额。

数额的调整，须有法定事由。判决生效后，被害人的伤情加重、出现新的精神障碍

的，可以另行主张；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的，可以申请变更支付方式，但不得免除

赔偿义务。调整的请求，向原审法院提出；原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则，源于精神损害的本质是自然

人的人格利益受损；法人无精神痛苦，故无精神损害。但法人可以主张名誉权、商誉受损

造成的财产损失，此类损失属于物质损失，可以纳入附带民事诉讼。

三档构造的适用，须有过渡安排。对于三档构造确立之前已经受理的案件，法院可以

参照适用，但不得因新标准而加重被告人的责任；对于当事人已经达成调解的案件，不再

重新计算。过渡安排的作用，是维护法的安定性。

数额说理的要求，须予强调。判决书应当载明所采的档位、基准数额、加重与减轻的

情节、调整的幅度、最终数额。仅写“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若干元”的，属于说理不足，

二审可以发回或者改判。说理的透明，是裁量获得正当性的前提。

七、与刑事和解、认罪认罚的衔接

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是当前刑事司法的重要制度。二者均以赔偿被害人、取得

谅解为重要内容。精神损害能否纳入赔偿范围，直接影响两项制度的运行。

刑事和解的赔偿范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未作限定，仅规定“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此处的“损失”，应当包括精神损害。理由在于：和解的本质是双方自愿达成

的合意，合意的内容不受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限制；当事人自愿赔偿精神损害，法律

没有理由禁止。

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稍有不同。认罪认罚的核心是被告人认罪、检察机关提出量刑

建议，赔偿谅解是量刑的考量因素。赔偿的数额，可以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检察机

关可以建议按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确定。精神损害是否纳入，宜由双方协商；协商一

致的，可以纳入；未协商的，不纳入。

实务中的一个问题，是被告人以赔偿换取谅解后反悔。被告人赔偿后，被害人出具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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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书，法院据此从轻处罚；判决生效后，被告人以赔偿数额过高为由请求返还。此时，法

院应当审查赔偿的自愿性：若赔偿系双方自愿协商，且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公共利益，则

不予返还；若赔偿系胁迫或者乘人之危，则可以撤销。

另一个问题，是赔偿能力与量刑的关系。被告人无赔偿能力，无法达成和解，是否影

响量刑。本文主张，赔偿能力不影响量刑的基准，但影响从宽的幅度；被告人确无能力赔

偿，但真诚悔罪、积极筹措的，仍可以从宽；被告人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的，不从宽。

这一区分，可以避免“有钱者从宽、无钱者从严”的不公。

谅解书的效力，须予审查。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是量刑的考量因素，不是民事赔偿的

免除。谅解书未载明放弃赔偿的，被害人仍可主张赔偿；载明放弃的，原则上有效，但显

失公平或者受胁迫的除外。

和解协议的履行，须有保障。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分期赔偿的，法院

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应当督促履行；被告人不履行的，被害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也可以撤销从宽的幅度。这一安排，可以避免被告人以和解换取从宽后拒不履行。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赔偿，须与量刑建议相匹配。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考虑

赔偿的数额与履行情况；赔偿数额明显偏低而量刑建议过轻的，法院可以建议调整。这一

衔接，可以避免赔偿与量刑的脱节。

执行中的一个难点，是被告人的财产在案发后转移。对此，被害人可以依民法典第五

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行使撤销权，撤销被告人的无偿转让或者明显低价转让；也

可以依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在被告人企业破产时申报债权。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

执行中的另一个难点，是被告人与配偶的财产区分。被告人的赔偿责任，属于个人债

务，不得执行配偶的固有财产；但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被告人的份额。份额的确

定，依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的规定，无约定的，原则上均等。

执行程序的终结，不等于权利的消灭。终结本次执行后，被害人发现被告人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的，可以随时申请恢复执行，不受期限限制。这一安排，可以使被害人的权利在

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改善后获得实现。

八、执行不能与国家救助

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往往面临执行不能。刑事被告人多在服刑，无固定收入，无财

产可供执行；部分被告人出狱后亦无履行能力。判决空转，被害人的权利落空，司法的公

信受损。

解决之道有三。其一是财产保全的前移。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为后续的赔偿判决预留执行基础。

现行法已有规定，但实务中执行不力，多因办案机关缺乏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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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履行能力的调查。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包括存款、

房产、车辆、股权、收入；调查的结论，作为量刑与赔偿数额的参考。被告人隐匿财产

的，可以依法追缴；拒不履行的，可以纳入失信名单。

其三是国家司法救助。对于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的案件，可以依

《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给予救助。救助的性质是社会救助，不是国家

赔偿；救助的数额有限，不能替代赔偿，但可以缓解被害人的急迫困难。

救助与赔偿的关系，须予澄清。被害人获得救助后，不影响其向被告人主张赔偿；被

告人赔偿后，救助金不予扣减。这一安排，可以避免被害人因救助而丧失赔偿请求权，也

可以避免被告人因救助而免除责任。

实务中还有一种情形，是被告人死亡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附带民事诉讼无从提起。

此时，被害人可以依民法典向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主张赔偿，以遗产为限；继承人放弃继

承的，可以就遗产的执行所得受偿。这一路径，可以避免被害人因被告人死亡而彻底失去

救济。

九、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的排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选择。在民法典已确

立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规则的今天，这一排除的正当性基础已经动摇。本文主张，将排除理

解为程序上的限制而非实体上的否定：实体请求权依民法典成立，程序通道限定于另行起

诉；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告知被害人可以另行起诉，而不是一并驳回。

在例外情形上，本文主张以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入口，作类型化的识

别：侵害性自主权与人格尊严的犯罪、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虐待遗弃类的犯罪，应当支

持；单纯的财产犯罪与过失犯罪，不予支持；介于二者之间的，依个案判断。在数额上，

本文主张采三档构造，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设加重与减轻的调整机制，不设绝对上

限而设相对上限。

在配套制度上，本文主张强化财产保全的前移、履行能力的调查与国家司法救助的衔

接，使判决不至于空转。制度的完善，须以立法为依托；在立法未改之前，法院可以依现

行规范作有限的推进：在和解中承认精神损害的赔偿、在另行起诉中依法支持、在数额裁

量中采用分层的构造。

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会因为法律的不予承认而消失。法律的任务，不是否认痛苦，

而是为痛苦提供一个可被回应的地方。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应当在效率与权利之间

找到平衡；这一平衡的支点，是对被害人人格尊严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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